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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范导向与政策工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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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能社会下,如何借助数字技术有效引导个体的良好社会行为,成为优化社会治理的重要理论命题。 数

字身份码被广泛应用于规范社会行为,其本质是数字化表征治理对象的社会规范合规行为,进而叠加政策工具,

实现社会行为引导的过程。 社会规范导向和政策工具类型的适配情况对码治理成效产生影响。 通过苏州、嵊

州、缙云、温州四地案例研究发现,价值导向规范适配于倡导型政策,遵从导向规范适配于强制型政策。 规范导

向与政策工具未能适配,则数字技术并不能提升原先治理成效,甚至可能面临治理失效;两者适配良好,则可

“锦上添花”提升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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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norms and policy instruments:
Mechanisms of shaping social behavior in digit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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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guide individual social behavior has been a critical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issue in intelligent society governance. Digital identity codes (DICs), widely employed to regulate social

behavior, function by digitally representing compliance with social norms and applying corresponding policy instruments.

The effectiveness of DIC governance hinges on the alignment between social norm orientation and policy instruments. A

case study of four local DIC practice reveals that value-oriented norms align with advocacy and incentive tools, while

compliance-oriented norms align with coercive tools. When policy instruments and norm orientation are misaligned,

digital technologies may not enhance but even hinder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Conversely, proper alignmen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governance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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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有效干预并引导个体行为是实现社会良

治的关键[1 - 2]。 智能时代下,数字技术为社会治

理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手段[3 - 5],也带来新的挑战。
现实中,多地已有志愿服务积分码、文明行为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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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应用,通过数字身份码表征和助推人们的亲

社会行为。 借助算法技术,可对复杂的治理情境

进行简化,从而提高社会治理的效能[6 - 7]。 但是,
这类数字治理实践可能面临隐私泄露、算法黑箱、
数字权力异化[8 - 11] 等治理风险,引发社会争议与

抵制。 典型的如苏州文明码上线几天后即因引发

舆论争议而下线。 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新兴技

术治理工具“赋能”或“负能”社会治理的影响成为

备受关注的理论话题[12 - 14]。
数字身份码治理从本质上讲是通过对治理对

象的身份和社会行为进行数字化表征,进而叠加

相应的政策工具,实现社会行为引导的过程。 数

字技术算法逻辑、数字治理政策工具、社会复杂现

实三者的耦合,势必带来巨大的张力。 现有研究

主要从算法介入治理过程的角度,揭示此类数字

治理应用带来的正负面双重社会影响。 一方面,
数字技术通过算法规则对真实世界进行抽象,简
化治理对象并识别问题,这一过程能够提升治理

效率,但是也容易忽略现实社会复杂性,导致治理

目标偏移或异化[15];算法固有的黑箱、可解释性局

限性等技术特征,或引致隐私风险、政治风险等潜

在治理危机[8]。 另一方面,数字身份码的有效实

行依托于现有正式制度安排的社会认可[16 - 20];当
数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或重复执行了原先法

律等制度的功能,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这可

能暗含双重执法的风险,引发合法性危机[21]。 因

此,数字技术的介入能否实现赋能存在争论。 数

字技术与原有治理工具之间如何结合并影响数字

治理成败,其背后的机制仍有待理论阐释和实证

检验。
本文旨在从微观层面揭示数字身份码赋能社

会行为引导和治理的成效机制,以回应新兴数字

治理工具的赋能争论。 具体回答以下 3 个具体问

题:数字身份码治理的本质是什么? 微观层面,数
字身份码的运作逻辑如何? 如何解释数字身份码

治理成败差异?
一、文献综述:规范社会行为的治理手段与成

效解释

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是理论与实践各界共

同关注的重要议题,但是关于技术对于社会治理

始终存在积极或负面效应之争。 数字技术和原有

治理模式之间的关系是研究争论的着眼点:数字

技术的作用逻辑和原有治理工具可能是相洽的,
也可能是冲突的。 从积极效应来看,作为一种治

理工具,数字技术凭借精准、高效和实时反馈等技

术特征,通过数字化和算法计算的过程,提高识别

治理潜在问题的效率[7]。 然而,当数字技术与原

先治理的方式产生冲突时,可能引致新的治理风

险,阻碍治理目标的实现,造成数字技术反向“负
能” [12]。 首先,由于数字技术和社会治理之间的

多重逻辑冲突———数字技术的刚性、工具理性和

简化信息过程等特征,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性、
模糊性以及柔性和包容性需求之间天然存在矛盾

张力[22],单纯依赖于数字技术可能会无法准确识

别治理问题[8],甚至因夸大了技术的工具理性而

弱化治理本身追求的人文价值,导致数字治理出

现异化[23]。 其次,当算法技术改变了原有的行政

程序,形成了“准公共权力”,代替行政权力进行公

共事务决策和执行,就会挑战行政制度的合法

性[17,24];尤其是当数字技术成为分配资源的手段,
可能导致边缘群体因“数字鸿沟”加剧社会不平

等[32],使得数字治理方式难以获得公众的认可与

接纳。
因此,数字技术治理的效能之差异不仅源于

技术工具如何作用于治理,也嵌入在社会制度、规
范、文化等具体情境中,并受到社会对于数字治理

应用认知态度[26]的影响。 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于中

宏观层面的理论探讨,较少从微观层面进行实证。
事实上,近年来已有不少地方政府推出了基于积

分、二维码等数字身份码表征的社会治理模式,引
发关注[35]。 数字身份码是以二维码为媒介,生成

个人身份和行为的数字表征,规范个人的社会行

为,具有认证和监督功能的社会治理工具和模式。
在技术维度,数字身份码借助技术和算法将人和

社会行为抽象为数字表征[18,28];在治理维度,数字

身份码背后蕴含着一套相应的制度安排[20],包括

规范数据的获取与使用,针对数字表征相应的配

套措施(例如强制披露信息、监管)等,实现社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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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目标。 尽管数字身份码具备数字技术赋能的特

征,但是各地治理成效却出现差异,该如何解释?
在个体行为层面,行为公共政策为促进数字

技术和治理工具的有效结合提供了理论洞见。 政

策工具可被作为引导公民个体行为,实现治理目

标的一种手段[29]。 政策工具的选择和设计,通常

遵循两种逻辑,即基于工具理性的有效性和基于

合法性认知的适配性( appropriateness) [30]。 有效

性关注政策工具如何达成治理目标,即针对人们

认知行为的内在逻辑,选择特定功能的政策工具,
促进人们的政策遵从。 如利用人们对于成本收益

的理性计算和非理性的偏好或习惯等,通过补贴

等方式,提升能力(如知识和技能)、增加激励、提
供机会(如信息反馈),消除阻碍政策遵从的因素,
从而便利和引导个体的合规行为[31]。 适配性逻辑

则关注社会不同主体对于政策工具的接纳和认

同[30]。 在现实情境中,人们对于不同政策工具的

认知往往会受到党派、经济社会属性和社会文化

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32]。 个体、组织和社会对

于政策的接纳和支持,将影响政策的执行和最终

治理效果。 由于政策工具本质上具有分配社会资

源的属性[33], 当其面临质疑 (例如质疑自主

性[34 - 36])、引致伦理风险和缺乏合法性认同,最终

面临失败。 因此,政策工具实现治理目标是有效

性和适配性逻辑的共同作用,需结合具体应用情

境探 讨 特 定 政 策 工 具 的 作 用 逻 辑 和 合 法 性

认同[30]。
在政策工具的理论视角下,工具与情境的匹

配会影响治理成效[37]。 在智能社会治理背景下,
应如何理解新兴数字治理工具和新情境的结合与

作用? 正如已有文献指出,数字技术能够借助其

技术特征,为促进个体的社会合规行为提供更加

精准和高效的治理工具,促进实现治理目标。 但

是,算法的引入影响了治理问题定义的过程[15],可
能会引发社会认同的变化[17,24]。 面对数字技术与

社会规范之间的多重张力,数字技术、政策工具与

治理情境的适配性如何影响治理目标,这一机理

亟待揭示。
数字身份码兼具有数字技术以及政策工具的

基本特征,为检验这一影响机制提供了观测窗口。
为回应数字技术能否赋能社会规范治理的争论,
本文将以数字身份码为例,基于数字治理和政策

工具的理论视角,探讨数字技术赋能社会规范治

理的内在机制和成效。
二、分析框架

(一)数字身份码规范社会行为的运作逻辑:
数字简化与工具叠加

数字身份码是数字技术与政策工具共同作用

实现治理的过程。 在微观层面,数字身份码通过

“数字简化—政策工具叠加”的运作逻辑,调适并

规范人的社会行为(见图 1)。
1. 数字简化

数字简化即个人数字身份码生成的过程,是
数字技术对治理对象行为特征的简化和表征。 治

理需要对真实社会情境进行抽象并识别问题[15],
这一过程涉及界定对象、确定简化的方式以及具

体抽象的规则。
数字身份码根据特定治理领域中的社会规

范,基于算法规则和数据,把真实情境中的个人及

其行为,抽象并转化为一个数字码,表征公民在特

定情境中的社会行为及其是否符合相关规范等判

断结果。
2. 政策工具叠加

仅有一个数字码是无法实现治理功能的,必
须施加社会治理手段,才能引导或约束社会行为。
在数字简化的基础上,基于特定的数字表征结果,
叠加相应的政策工具,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个体的

认知与行为,规范人的社会行为,实现社会治理的

目标。
(二)数字身份码规范社会行为的两个关键要

素属性:规范导向与工具类型

政策工具与具体情境的适配性影响治理目标

的实现。 在数字身份码的应用中,政策工具施加

的具体情境取决于治理领域数字简化的过程。
1. 社会规范导向

数字简化的目的是测量和表征主体合规行

为,这一过程依据的是特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和规

则,核心是规则的导向。 作为一种工具,算法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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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性的,但是将算法如何应用于治理时是有导

向(orientation)的[38]。 这一导向反映了数字身份

码进行数字简化的内在逻辑,蕴含了治理预定的

目标、治理者追求的理念和价值。
社会治理领域的行为规范是数字身份码的数

字简化规则来源,行为规范对“应该怎么做”和“不
应该做什么”进行定义。 从行为干预的内在逻辑

来看,社会规范的导向主要可以分为两种:遵从导

向( compliance orientation) 和价值导向 ( values
orientation) [39]。 遵从导向有正式的成文规则依据

并且“底线原则”,只要不要违反规则即可,旨在防

止个体行为失范(如机动车驾驶员需要遵守相关

交通法律法规);价值导向主要基于伦理和道德,
不一定有明确的底线规则,强调的是相对更抽象

的价值理念(例如文明、友善、互助等),价值能够

内化并引导主体行为,追求向善。
2. 政策工具类型

政策工具具有不同的类型[40 - 41],不同的分类

依据反映了政策工具的作用特征,以服务于分析

特定情境中政策工具设计的可操作化。
结合社会治理情境特点,参考已有研究,本文

以政策工具的奖惩性导向作为分类依据,将数字

身份码所叠加的政策工具分为强制约束型和激励

倡导型:强制约束型政策工具主要通过政府强制

性手段,包括命令和指示、纪律处分、罚款等,对个

体失范行为进行惩戒和约束;激励倡导型政策工

具是政府利用资金、荣誉表彰等物质或精神的正

向激励,倡导个体遵守道德规范。

图 1　 数字身份码治理的作用逻辑

　 　 (三)治理成效的解释:社会规范导向—政策

工具类型的适配

根据数字身份码的两个核心要素,本文构建

了政策工具与社会规范适配性的分类分析框架

(见图 2)。 在此框架中,4 个象限代表了核心要素

属性的 4 种组合类型。

图 2　 规范导向—工具类型适配性分析框架

在规范导向—工具类型的分类框架下,可结

合两者的适配性探讨数字身份码的成效结果:当
社会规范导向与政策工具类型相适配时,政策工

具能够通过其内在的作用逻辑,影响人们的认知

或行为,有效实现治理;如果两者并不相适配,数
字身份码可能面临治理失效。

对于遵从导向规范,强制约束型政策工具在

方向上具有一致性。 首先,强制约束型政策工具

适用于“让人们做不想做的事情”或是“不让人们

做想做的事情” [40],这与遵从导向逻辑一致。 遵

从导向规范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有明确的底线和规

则约束,通常有正式成文的法律法规,可以作为强

制实施的依据。 一旦出现不遵从规范的情况,强
制约束型政策工具可以通过强制力对违规者进行

处置,通过形式上的威慑或者实质利益的损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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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个体为规避损失而尽可能避免失范行为。
从成本收益角度来看,采用惩罚型措施引导

人们减少违规行为,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提升治理

政策的效率。 由于个体存在稳定性偏好和损失厌

恶[42],这意味着人们面对不确定性进行决策时,对
收益和风险的敏感程度不同。 如果采用激励型政

策工具,需要提供比人们不遵从的潜在利益更高

的收益,治理成本可能更高。 此外,提供较高的物

质激励可能导致“挤出效应”,甚至阻碍人们自发

的道德遵从[43]。 因此,不论是从效率还是从社会

价值观的引导而言,遵从导向规范情境可能更加

适合于强制型政策工具。
对于价值导向规范,使用激励型政策工具具

有更高的有效性。 价值导向社会规范往往以软性

的引导为主,鼓励人们向善,不一定有具体的约束

规则或成文的规章制度。 当特定领域的规范缺乏

合法性来源或者是模糊的,采用强制约束型政策

工具可能不符合人们主观道德观念认知,就会引

发人们与受到不公平对待相关联的负面情绪,引
发公众的抵触和抗拒[44]。 两者不相适配,数字身

份码可能失效。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分析

(一)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探讨数字身份码在

微观层面的作用机制与成效。 案例研究方法适合

从观测样本中提炼规律,通过对各地不同类型的

数字身份码比较分析,解释其内在逻辑与成效差

异原因。
本文基于目的性原则,在目前全国各地方推行

的数字身份码实践中,选取了苏州、嵊州、温州、缙云

四地推出的数字身份码作为研究案例(见表 1)。 四

地推出的数字身份码均以规范社会行为为目标,具
备相似性和可比性。 同时,四地数字身份码在关键

变量属性上存在差异,为分析治理成效的影响因

素提供了观测窗口。
本文通过实地调研、访谈法、档案文件、二手

资料等方式进行数据收集,尽可能通过多来源的

数据资料补充与交叉验证,以确保研究的可靠性。
具体而言:联系当地主责部门,通过实地访谈、走

访、观察、电话访谈等方式,以当地数字身份码的

出台与治理现状为主题,对四地的数字身份码开

展半结构访谈;在实地访谈过程中,通过政府内部

渠道,获取相关运营和说明文件等资料。 以及通

过政府门户网站、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检索,
追踪并收集当前各地推行数字身份码的基本情况

和社会舆论反馈等信息。
表 1　 数据来源与案例调研情况

案例 主要数据来源 访谈形式与对象

苏州文明码
网络报道、调研
访谈

苏州市相关部门(实地和电话
访谈因故收效有限,主要通过
网络公开资料进行数据收集)

嵊州文明码
调研访谈、内部
资 料、 参 与 观
察、网络报道

嵊州市文明办负责人及工作人
员、街道与社区工作人员、志愿
者社会组织负责人、志愿者及
社区居民

温州师德码
调研访谈、网络
报道

温州市教育局主责部门负责人

缙云廉政码
调研访谈、内部
资 料、 参 与 观
察、网络报道

缙云公安局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二)四地身份码治理成效

1. 价值导向 + 强制工具:苏州文明码

苏州文明码于 2020 年 9 月 3 日由苏州文明办

推出。 据官方介绍,苏州文明码是全国首创,旨在

通过“一人一码”展示文明积分,倡导市民社会文

明行为、警示和惩戒不文明行为。 但是一经颁布

即在社会各界引发争议,最终于 2020 年 9 月 6 日

被下线,上线时间仅 3 天。 时至今日,苏州文明码

仍未再度复出,未能实现治理成效。
苏州文明码关注市民的社会文明行为治理,

包括文明交通、志愿服务、垃圾分类、文明用餐等。
在作用机制上,根据公民交通违规行为以及参与

文明志愿活动情况,计算量化为文明积分,从而表

征并倡导个人的社会文明行为;基于文明码状态,
附加相应的奖惩措施。 其中,对于分数较低的用

户,苏州文明码采取了强制约束型政策工具,即限

制落户与公共服务。 根据苏州公安,文明码“可作

为警示和惩戒综合文明指数低于下限人员的电子

凭证以及外来人口积分入户志愿服务电子凭证。”
苏州文明码引发的社会争议主要涉及对道德

量化的公正合理性、公民隐私风险、侵害合法权益

等质疑。 限制落户这一惩罚措施也成为争议焦点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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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价值导向 + 激励工具:嵊州文明码

嵊州文明码与苏州文明码同名,而成效迥异。
嵊州文明码于 2020 年 7 月由嵊州市文明办推出,
在全市得到了推广应用。 上线 1 年后,已拥有 15
万余用户,发展出一套整合线上线下资源的成熟

管理机制,相关经验为政府内部认可并被省级政

府平台所采纳。
嵊州文明码同样关注于社会文明治理。 市民

通过参与线下活动进行文明实践打卡,获得相应

的“文明码”积分,从而生成个人的数字文明码。
在作用逻辑上,嵊州文明码通过将个人的文明实

践参与和文明素养转化为积分,生成身份码表征,
并采用激励型政策工具:达到一定额度文明积分

的用户可以凭借文明码领取社区发放的洗衣液、
肥皂等家居日用品等奖励。 据主要责任部门反

馈,嵊州文明码提高了市民参与城市文明建设与

志愿活动的积极性,取得了预期治理成效。
3. 遵从导向 + 强制工具:温州师德码

温州“瓯越师德码”是温州市教育局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推出的教师专用码,旨在强化教师遵

守职业道德规范,适用于全市范围所有中小学、幼
儿园。 瓯越师德码的相关数字化治理经验已得到

教育系统内部的认可。
温州师德码关注教师职业规范治理。 依托全

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师德码对教师的职业道德

行为情况进行数字简化,将教师的师风师德转换

为红黄绿三色的二维码:对于无任何违纪行为或

处分的教师赋予绿码;若经主管部门判定存在违

纪行为或受到相关处分,系统将根据规章制度记

录违规行为,并将师德码颜色转换为黄码或红码。
在此基础上,针对违规人员结合强制约束型政策

工具,采取惩罚和限制晋升的措施,起到警示作

用。 如对于黄红码者,限制其参与教师评奖评

优、职称评定遴选的资格。 据主责部门反馈,师
德码提高了教师管理的效率,利于实现师德治理

目标。
4. 遵从导向 + 强制工具:缙云廉政码

缙云廉政码由浙江省丽水缙云县公安系统于

2021 年 4 月推出,为面向政法系统公职人员的数

字身份码。 廉政码用于表征公职人员的纪律与廉

政风险情况,实现廉政风险预警与政法队伍廉政

行为治理,其治理经验得到上级部门认可。
廉政码关注公职人员廉政道德与职业规范。

在作用机制上,主要依据机关部门相关管理办法

和规章制度,结合个人的违规行为数据,根据相应

算法规则生成表征个人风险的廉政二维码。 针对

存在廉政风险的人员施加强制约束型政策工具,
包括限制其职称评定和提拔任用,上级部门进行

提醒约谈、家庭走访,劝诫并督促其思想行动整改

到位等。 对廉政风险人员形成警示作用并约束违

规行为,从而实现内部廉政治理。
四地数字身份码的本质作用逻辑具有一定共

性,但作用要素属性组合存在以下差异(见表 2)。
在规范导向上,职业规范领域具有较为明晰

的情境边界,以正式成文规章制度作为简化规则

依据。 对于职业道德领域的治理强调对纪律规

则的遵从,如一旦违反制度规则,违规者就会受

到影响的处分或是惩戒结果,因此属于较为明显

的遵从导向。 对于道德文明领域,边界相对模糊

宽泛,更侧重于人们对美好价值的追求,因此属

于价值导向。 如师德码以《温州市中小学教师违

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实施细则》等成文规章制度

为规范基础;而苏州和嵊州两地的文明码对于

“文明”的具体界定则并无统一定义,往往因地

制宜。
在政策工具的导向上,四地数字身份码所结

合的政策工具大致可以分为惩罚约束性和激励倡

导性两种类型。 支持积分兑换礼品,为公民参与

志愿活动提供正向激励;而限制落户、限制个人晋

升、劝诫等主要通过个体利益的负激励,约束个体

的失范行为。
表 2　 四地数字身份码作用要素属性差异

要素属性 苏州文明码 嵊州文明码 温州师德码 缙云廉政码

治理情境的行
为规范

交通规章制
度、文明志愿
活动规则

文明志愿活
动规则

教师职业领
域制度规范

公务员制度
规范

社会规范导向 价值导向 价值导向 遵从导向 遵从导向

政策工具叠加
限制落户 /公
共服务

积分兑换礼品
限制晋升或
评奖评优

限制晋升;
劝诫

政策工具类型 强制约束 激励倡导 强制约束 强制约束

(三)身份码成效比较分析

基于社会规范—政策工具的适配性分析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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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四地数字身份码最终产生不同成效结果,可以

归纳于三个不同象限(见图 3)。

图 3　 数字身份码比较案例分析结果

对比采用强制约束型政策工具的两个象限,
在遵从导向下,数字身份码能够运行有效,而在价

值导向下的数字身份码却引发争议。 对比价值导

向规范的两个象限,同为文明治理领域,采用激励

倡导型政策工具更为合适,得到认可推广;采用强

制约束型政策工具则易引发争议,导致失败。
因此,数字技术本身并不是治理成效的决定

性因素,关键在于规范与工具的适配性。 那么,两
者的不同组合如何影响数字身份码的成效差异?
相比于原先的治理方式,数字技术的引入对治理

成效的影响有何特殊性?
1. 规范与工具适配:数字技术赋能治理效率

首先,价值导向规范与激励倡导型政策工具

的内在作用逻辑基础相符。 数字技术可以通过促

进信息反馈和交互,利用助推的作用机制,提升激

励效率。 如嵊州文明码在提供物质激励的同时,
通过个人文明段位信息的提供和可视化,利用了

信息和激励机制助推个体持续参与志愿活动,让
市民能够及时接收参与文明活动带来的收益和正

向反馈,提升继续践行文明的意愿,由此引导人们

的社会文明行为,实现治理目的。
在遵从导向下,强制约束型政策工具能够得

到合法性认同,数字技术可以提升监管和治理效

率。 在温州师德码和缙云廉政码案例中,两地都

是针对系统内部职员,本质上是借助于绩效管理

系统来监管个体行为,规避系统内部的违规。 遵

从导向意味着有相关正式、成文的法律法规(例如

教师管理办法、公职人员的守则),在治理领域内

具有一定共识和合法性依据的支撑。 在这样的制

度环境中,数字身份码所用的规章和惩罚措施也

更易得到社会的合法性认同[74],提升监管效率。
温州师德码的负责人曾表示,“使用该系统后,老
师也不需要提供什么其他的一些证明(纸质),例
如获得过的荣誉或处分。 在遴选评选对象时,可
以快速筛查这些有问题的老师,更精准地落实师

德的一票否决制。”其中,“底线思维” “一票否决”
也反映了师德码所依据规范的遵从导向特征与强

制约束型政策工具的结合,能够有效提升内部监

管效率,警示约束教师个人职业行为。
2. 规范与工具错配:数字技术引致治理失败

当社会规范与政策工具不能良好适配时,数
字技术的引入不仅未能实现治理目标,还可能引

致社会治理失败。 首先,数字身份码遵循政策工

具适配性的一般性规律,数字技术的引入并不能

改变社会规范与政策工具的错配。 在价值导向

下,对比两地的文明码可以发现,社会公众对于在

文明情境下采用强制约束型工具是有抵触的,包
括认为违背价值导向的初衷、有失社会公正等质

疑。 笔者在对嵊州等地方主要责任部门工作人员

访谈时,负责人表示文明码的核心在于对市民文

明的引导;如果施加强制约束型措施,比如“与个

人信用挂钩,就太过了。”
在社会治理规范与政策工具错配的情境下,

数字技术的介入可能引发社会争议和伦理风险。
政策工具本质上具有分配资源的功能。 由于数字

技术对现实情境的简化与复杂的社会治理情境有

一定偏差,数字技术对分配过程的介入可能会造

成目标群体合法权益的损失,引致社会不平等和

伦理风险。 此时数字技术非但不能“赋能”,反而

还会“负能”。 典型案例是苏州文明码“限制文明

指数较低用户在苏落户”这一强制约束工具引发

社会争议。 不同于已有的成文法律法规,在文明

领域,通过数字身份码简化后的结果来施行限制

落户这一政策工具,缺乏法律与公众合法性认同

基础。 现有的落户政策已经对社会资源做出了分

配,而通过文明码,根据文明积分进行限制落户相

当于是“二次执法”,使得部分公民群体可能失去

了原本分配的社会资源,由此生了额外的负担和

净损失。 此外,数字技术可能会在分配社会资源

设置“潜在门槛”,使得只有能够使用数字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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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才能够享受到相应的服务和社会资源,加剧

社会不平等。 如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对于存在

使用数字技术障碍的人群,可能因此而损失享受

正常社会公共服务的权利。 值得说明的是,嵊州

文明码为那些不便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的人群提供

了“爱心存折”纸质化的记录方式,在一定程度上

保证社会群体都能够享有同等获得奖励的权利,
减少因数字技术导致的不平等效应。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遵从导向下激励型政策

工具的有效性,截至成稿前的观测窗口,暂未获取

到符合该象限的样本。 推测是这可能与遵从导向

规范下政策工具的效率和效能有关:遵从导向下

采用强制性工具成本更低,且如以激励手段干预

遵从性行为(例如遵守廉洁纪律,杜绝贪腐),不利

于个体内在道德约束,与外在激励的逻辑相冲突。
3. 数字技术治理应用的双面影响:数字技术

的“极化”作用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当数字技术应用于社会

治理时,通常存在双面影响:一方面,依托智能技

术能够实现精准和实时信息反馈,提升治理效率;
另一方面,可能产生隐私泄露、加剧数字鸿沟,或
衍生“数字形式主义”等等社会负面影响。 本文以

数字身份码的治理成败差异为切入口,比较分析

了数字技术何以在不同社会治理情境中所发挥的

赋能或负能作用。
整体来看,数字技术对于社会治理并不是“万

能药”(panacea),而是放大了原先治理本身的优

势和缺陷,使得正负面效应更加“极化”:当规范导

向与政策工具适配时,数字身份码有效运行,数字

技术能够凭借高效和精准的信息计算处理优势,
提升政策工具执行的效率(例如数字身份码 APP
通过计算积分直接发放奖励),加速治理措施的推

广;当规范导向与政策工具不适配时,治理模式

可能会引起合法性质疑和目标群体的反对,数字

技术对于治理现实的过度简化和扭曲可能会使

得社会公正、合法性认同等问题更为突出,衍生

出隐私泄露、数字异化等新问题,如果缺乏合理

的政策设计,反而会激化社会的抵触情绪,放大

治理风险。
这也为理解数字身份码等类似的社会治理应

用潜在的双重社会影响提供了分析框架和政策启

示。 数字治理应用不仅需要考虑内部有效性,即
数字技术是否能够促进治理,还需要综合考虑社

会对于新兴治理方式的认知:尽管治理的初衷是

好的,但是当治理情境和政策设计不适配时,数字

技术就会放大负面和抵触情绪,反而导致治理失

败。 本文的分析框架也适用于历时性分析。 当人

们对于治理情境的认知发生变化,伴随着社会和

政策法规的变迁,原先认为适用的政策工具可能

与规范导向不再适配,此时数字技术的负面效应

可能会被放大而超过正面效益,对于数字治理应

用的社会反馈变得更加负面(如假设表征防疫合

规行为,那么在防疫政策终结之后,这类数字码的

赋能治理有效性和社会接受程度可能会下降,甚
至给治理增加负担)。 这时就需要及时调整优化

数字治理和政策设计,以适应新得治理情境变化,
规避治理风险和社会争议与抵制。

四、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数字技术未能“如愿”带来治理效率

的提升,反而导致治理失败甚至“负能”的实践悖

论引发了公共治理领域对于数字化浪潮的反思。
数字技术的引入并不意味着治理工具能够有效解

决问题。 对于数字技术究竟是 “赋能” 还是 “负

能”,往往需要在具体情境下具体分析[45]。 现有

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研究多关注于中宏观层

面的赋能机制,解释各类治理主体共同行动路径

与治理模式。 本文则从微观层面,以引导社会合

规行为为例,关注于治理规范与政策工具类型之

间的内在匹配性,对于在何种情形下数字技术能

够有效实现社会治理给予理论解释与实证。
本文从解剖数字身份码的作用机制出发,构

建了“规范导向—工具类型”的分析框架:在政策

工具与治理情境导向未能适配的情况下,数字技

术并不能提升原先治理成效,同样可能面临治理

失效;在两者匹配良好的情形下,可以起到“锦上

添花”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治理效率。 具体而言,
价值导向的规范更适合用激励倡导型的政策工

具,通过正向激励引导人们的向善行为,而强制约

束型的政策工具可能会引起缺少社会合法性认

同、较低社会接受度,易导致失败;在遵从导向的

规范下,采用强制约束型的政策工具有相关规章

制度的支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够有效实现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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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目标。
本文拓展了数字化情境中政策工具理论的解

释力:政策工具的选择往往是经济、政治、社会文

化等多重因素考量的结果,并有不同的内在作用

逻辑和适配性。 以往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研究主

要基于现实社会情境和法律制度体系。 然而在智

能社会治理场景中,决策和政策干预更多是基于

数字技术的自动化决策。 当数字技术引入后,由
于改变了问题定义和识别的过程,可能产生治理

风险,引发社会争议,导致治理失败。 在数字身份

码的实践案例中,人们对于该类型新兴数字治理

方式的接受或反对,不仅是源于数字化技术或者

是政策工具类型单一的影响,还是具体情境中对

于两者如何组合的感知。
本研究为政策制定者和社会治理主体的数字治

理应用实践提供了相应政策启示。 一要坚持以人为

本,价值导向的治理方法论。 近年来,面对数字化浪

潮和智能社会的风险挑战,学界呼吁以人为本,坚守

人文精神与人类的主体性(human-centric) [46]。 数

字治理工具在社会情境中的运用不仅出于数字技

术能否提升效率的工具理性逻辑,还应考虑真实

情境中人们的价值理念和感知认知。 二要充分考

虑由于技术介入而产生的潜在风险,规避数字技

术对既有治理风险的“放大”“极化”效应———尤其

是当算法部分或全部替代了原先法律、制度执行

的功能时,因数字技术介入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
数字鸿沟、隐私泄露等潜在风险。 通过完善相关

政策规制,加强社会风险沟通等方式,促进多元治

理主体的政策参与,提升合法性认同。 三要审慎

选择和设计合适的政策工具。 考虑数字简化过程

的单向性和统一性可能带来的偏差,在具体情境

中平衡个体差异、容错空间与标准化的奖惩规则,
审慎的设计强制约束型政策工具,更加细化的考

虑政策设计和政策组合。
本文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由于

符合本文对数字身份码定义条件的实例相对较

少,结论的稳健性有待更多样本的检验。 其次,本
文所构建的 2 × 2 分析框架仅提供了一种相对简化

的分析视角,对于变量概念化和操作化的过程仍

有深化的研究空间:政策工具也可以视为连续型

变量或者是多种工具的组合,数字简化情境也可

以是多元的变量,且可能与人们的主观感知相关。
后续研究可以采用问卷调查、问卷实验等量化研

究方法,拓展数字身份码的分析维度和解释变量

的测度(如多种类型的政策工具和不同的治理情

境),提高本文研究结论的内外部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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